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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中国:“民族旅游”与“旅游民族”的形成与影响

——以“穿青人”、“银水寨”和“藏羌村”为案例的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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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本文试图通过“穿青人”、“银水寨”和“藏羌村”的“个案”分析, 说明中国“旅游民族”的产生及其影响。因开

发“民族旅游”而派生出来的“旅游民族”现象是多向、多因的互动过程, 既有政府为发展、加速增长、解决中西部少数

民族地区与东部发达地区差距增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考虑, 也有被“开发”的少数民族借此突出并推进自身地位及

价值的历史、文化意图。“民族旅游”拓宽了中国旅游行业的“产品”范畴和客源种类, 有利于境内外市场的未来竞争,

“旅游民族”的出现则强化了中国社会“多元一体”结构中的族群身分及其各自不同的文化分野。由于“开发”在目的

上的短期功利色彩以及参与“开发”双方之主体性的不对等,“旅游民族”每每处于商业化的“被表达”状态, 他们的想

法和声音不同程度也受到干扰和扭曲。如何解决此类可归为具有普遍意义的“发展与保护”的问题,需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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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9 年 5 月至 10 月在昆明举办的世界园艺博览

会规模空前, 人满为患, 为滑向低谷的中国旅游业注入

了新的动力, 更使后来居上的云南旅游风头出尽, 应接

不暇。促使这一景象出现的原因,一是自 1990 年代以来

中国政府加大了对旅游业的重视, 明确将其列为“国民

经济新的增长点”及“有利于推动区域经济特别是中西

部地区经济发展”的措施之一, 并围绕世博会等专题进

行了一系列自上而下的宣传促销;
º
二是云南作为中国

西部边疆大省自身所拥有的自然生态优势和多民族文

化资源对各方人士产生了较大的吸引, 加上昆明近年来

在全国创办“优秀旅游城市”的评选竞争中环境改善、形

象突出, 也为其在客源市场的分割占有中“异军突起”起

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

中国宏观发展变革背景中云南旅游的迅猛发展,既

说明了中国经济社会在世界性现代化浪潮冲击下的新

转型,同时也显示出旅游产品在中国大陆由自然山水

(如桂林)、历史名胜 (如西安、苏杭)向民族风情拓展的

新态势; 而这一态势所导致的结果之一,是在开发“民族

旅游”的过程中,改变了被开发对象的固有身份,使之变

成了莫棱两可且值得关注的“旅游民族”。

本文中国西南地区贵州“以那”、广西“三江”和四

川“阿坝”等几处不同“景点”的被制造现象为例, 分析

“旅游民族”的产生及其影响。

一、他乡期待:旅游启程前的“异者幻像”

贵州在云南、四川和广西之邻, 是现行标准中属于

“落后”与“待发展”的中国中西部省区之一。改革开放以

来 ( 1978- ) ,在中央政令的引导、规范和旅游市场的效

益吸引下, 贵州也逐渐把发展旅游当作了实现本省“兴

黔富民”目标的重要途径。“九五”期间又进一步将其纳

入了全省 6 项支柱产业当中。
¼
为了确保“旅游兴黔”理

想的实现, 在对旅游产业给予大力扶持的同时, 加大了



对旅游资源宣传促销的力度。1980年以来,各种各样有

关贵州“省情”的旅游宣传品相继面世。其中的宣传重点

与云南相似, 也在于把自身作为高原山区和多民族省份

来强调的自然风光与民族风情。1997年 ,为了配合对贵

州“旅游省”、“公园省”形象的塑造, 由该省的“五大班

子”之一——政协牵头, 又组织推出了一套规模巨大的

“贵州旅游文史系列丛书”。该丛书第一期工程就浩浩然

40卷, 内容涵盖了贵州全省几十个县市的山川河流、人

文地理和历史。出书的目的,用组织者的话说,是鉴于贵

州丰富独特的旅游资源“养在深闺人未识”, 如今在力争

把贵州建成“旅游大省”的现实需求中, 有必要扩大宣

传, 让文化服务于经济, 提高本省在海内外的知名度和

旅游市场中的竞争力; 而具体做法和要求则是在特别提

出使“民族风情与旅游相结合”的同时,力求“使每篇文

章能够向读者提供对旅游探奇揽胜、了解环境历史、获

得现实审美体验有导向性意义的文化信息”。
½

此处对“导向性”一词的使用十分关键。其不但体现

了宣传出版者对资源促销的主动、自觉, 还表现出面对

本省纷繁众多、可供开发的旅游资源,作为“旅游地”之

一方自身的特定眼光与水准及其对“客源地”之另一方

的预期和引导, 值得深入分析和评说。

丛书“织金卷”《溶洞王国》以介绍有贵州乃至中国

“第一洞”之称的织金“打鸡洞”为主, 连同宣传了当地独

有的历史和民族旅游资源。其中特别提到了穿青人的庆

坛戏。

穿青人是织金县境内的一支特殊族群,在中国目前

的官方民族识别体系里, 没有纳入已有的 56 个民族当

中而是被划进了“未定民族”之列。1997 年贵州出版的

这本《溶洞王国》介绍说, 织金县位于贵州的中西部, 地

处乌江中上游,总面积 2868 平方公里, 人口 82. 36 万,

其中包括仡佬族、彝族、苗族、布依族和水族等在内的少

数民族占 40%以上,而在少数民族的统计里,又专门用

括弧注明了含“未定民族”在内。
[ 1] ( P1- 3)

这里, 穿青人既

被作为“未定民族”而又统计到当地少数民族当中是饶

有意味的。其在表象上体现出在分类上把穿青人往“少

数民族”归属倾斜的态度,深层里则暗示着统计者为适

应旅游宣传之需要而突出当地旅游资源中民族特色这

样的考虑。有意思的是, 同一书中的穿青人作者却明确

强调了穿青人作为一个“与其他民族不同”的族群身份,

并依据史料叙述了他们从明代称谓中的“土人”到清代

的“黑民子”最后又因其衣尚青故又曰“穿青”的演变历

程。
[ 1] (P162- 170)

这种同一书中融入不同声音的做法, 从

读者接受的方面看,似乎容易引起理解上的困难; 可从

社会变迁的角度看, 却又显示出“旅游兴黔”战略中当地

官方与民间的某种合作或妥协。这一点在对庆坛戏的介

绍中体现得尤其充分。穿青人之所以能被写进旅游宣传

的《溶洞王国》一书,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便是因为他

们拥有并保留了自身富有“民族特色”同时又可被开发

成旅游产品的传统资源——民间庆坛。

穿青人把他们的庆坛活动解释为一种祭祀“五显”

的民族信仰 (民族宗教) , 其特点及名称来历是“每岁或

间岁酿酒杀牲, 沿善歌舞者至家醮禳,跳跃如演戏状,曰

庆坛”。从旧时史料到今日宣传、从官府文本到民间自

称, 该事项经历了一番多重作用互动下的变化过程。按

穿青人自己的习惯说法, 此活动叫做“兜兜坛”(或“箩兜

坛”) , 原因是当地信奉“五显”神灵的穿青人家,大都“在

堂屋西北隅以竹篾编如小兜形悬壁”; 另一种称呼突出

的是其动态特征, 叫“跳菩萨”。
[ 1] (P162- 163)

相比之下,

“庆坛”之称显得比“兜兜坛”和“跳菩萨”要文气一些,却

代表的是旧时地方官员或史书作者一类精英人士的角

度和判断。1949年以后,这种带有(庆、祭)“坛”或(跳)

“菩萨”字样的社区活动被视为封建迷信而逐渐清除。当

地穿青人中原本存在多年的这一传统习俗也随之由显

而隐, 乃至讳言莫深;直到 1978 年“改革开放”后才因政

府的文化与民族政策调整宽松而重又恢复。不过在 80

年代以贵州为区域性代表的中国傩戏、傩文化研究影响

推动下, 当地原本的“跳菩萨”(“兜兜坛”、“庆坛”)转身

一变,获得了一个全新的现代称谓——“穿青傩戏”(或

“庆五显的傩戏”)。
¾
这样一来,曾经一度被长期当作封

建迷信的该项民俗终于经过被纳入“傩戏”、“傩文化”范

畴这样的文化和艺术化过渡而获得合法身份,既而又有

可能在往后的旅游资源开发时, 顺理成章地进入具有地

方特色的“民族文化”范围。

实际上, 根据研究中国民间信仰习俗专家的有关论

述, “五显”庆坛事项并不是穿青人的独创, 亦非贵州织

金的本土“原产”。追本溯源, 其起于内地(江南一带)流

传久远的“五通”信仰, 一度家喻户晓,兴旺异常, 只是明

清以后因受到官府主流权威的排斥, 才逐渐消落退

隐。
¿
如今贵州织金穿青人所“独有”的此一习俗, 不过

是当年迁入黔省的内地移民带进并存留的中原遗迹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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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可是在最近的旅游宣传营造下, 一方面由于“原籍”

消隐, 另一方面因史实不明,大多数读者难免会将贵州

织金的民间庆坛与傩戏连在一起, 同时把其视为当地穿

青人的独创及其“民族身份”的标志性载体从而产生出

前往观赏、考察的“旅游预期”。这种预期的动力便是远

距离“客源地”未来的游客心中因“旅游地”发出的“引导

性”宣传而激活成的“异者幻象”。这样, 在双向诱发的

“民族旅游”需求驱动下, 穿青人被预先增添出了一层新

的“旅游民族”身份。游人们到此一游的目的, 已包括了

满足既深入了解“穿青庆坛”这一地方文化又亲自接触

拥有此文化习俗的“穿青族群”之愿望。就日益将旅游视

为本省发展的重要途径并力求把自己建成“旅游大省”

的贵州而言, 这样的情形在业经“开发成功”的黔中安顺

一带“屯堡人地戏”景点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示, 并且波及

到黔东南“亻革家”文化身份再认同等现象产生。
À
照如今

的趋势推断, 织金的“穿青人庆坛”看来也正步“成功者”

之后尘, 由演变为当地吸引游客的又一种“民族资源”而

促使另一种类型的旅游族群形成。

1988年秋天,我到贵州织金县的以那考察, 当地的

穿青人家办了一次庆坛。用当事人的话说, 所谓“傩戏表

演”其实是有着具体内涵的家族法事,目的是为了补还

多年以前向五显菩萨许下的愿。那一回, 以那街上同时

有两户人家庆坛, 两出仪式遥相呼应,各自师承不同的

掌坛师班子操办得都很投入。入夜时分, 祭辞声声鼓锣

齐鸣, 时而庄严时而谐谑的装扮仪式惹得参与和围观的

乡亲们既深沉又开心, 全然一幅自兴自怨、自满自愉的

社区情景。同一年的秋季,省城贵阳出版了《贵州文化旅

游指南》一书。其中在黄果树瀑布所在的“西线”景区里

特地介绍了比穿青庆坛更早出名的安顺地戏。尽管文章

中也提到地戏在其主要流行地——屯堡人村寨叫做“跳

神”, 其原本功能是在春节期间以戏祭神娱神, 驱鬼逐

邪, 祈祷丰年同时又达到自娱自乐的目的,但作者 (亦即

自我认同的本土宣传者)仍努力向读者(也就是潜在的

游客)诱导说,若能在享受黄果树瀑布的自然之美时,

“顺便一观”这种原始古朴的“戏剧活动”, 将会是“极美

的精神享受”;并且还进一步透露出由于搞旅游开发,当

地的习俗已为之做了适应性调整, 许多地戏班子已可以

“应中外游人之邀,临时开箱即兴表演”,而“不必等到传

统的节日”。
[ 2]
这就是说,传统中满足乡土祭祀和自娱需

要的“内部活动”, 变成了旅游需求趋势下专事展演的

“外向行为”。

二、现场观赏:展演互动中的身份转移

1998年 10 月, 我到广西参加全国侗族文学学会年

会, 地点在龙胜侗族自治县和三江侗族自治县。会议分

两个阶段召开, 在从龙胜转至三江时,主办者安排了一

次风情考察, 内容是到位于两县之间一处叫“银水寨”的

地方, 观看当地侗族歌舞表演。“银水寨”就在公路边上,

但不是行政区划中的自然村寨而是人为修建的旅游景

点。几间仿造侗族民居风格搭成的木楼围着一处二三十

米见方的小院, 四周毫无乡村里寻常见惯的忙闲生机。

芦笙响过, 一队经过挑选训练的职业化侗家男女演员便

在我们面前表演起来, 节目基本是种类不同的侗歌吟

唱。表演开始时有领头的女孩用汉语普通话报幕,结束

后则响起观众们表示满意和鼓励的掌声。原本主要用于

“行歌坐夜”(男女交往)、具有倾吐心扉、相互朝贺之魅

力与功能的“双歌”(噶苟) , 被用作在游人面前博取一乐

的“文化消费”; 而乡俗中只有举行婚礼时才出现的“抹

锅灰”, 也变成了让游客出丑开怀的“噱头”好戏——即

从观众中挑一位小伙子出来充任“新郎”, 然后让歌舞队

里扮演“新娘”的女孩往他脸上冷不防抹几道锅灰,以示

对其输掉竞赛的惩罚。

侗族自称 G aeml ( Jaeml、jeml 或 jenl) , 如今主要居

住在中国中西部的黔、桂、湘、鄂四省区境内,山乡毗邻,

主事农耕; 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时,共有 251. 4 万多

人。由于过去长期没有文字书写, 侗族文化中保存了种

类多样、功用不同的口传民歌。旧时由外入境的官僚文

人对侗家民俗的这一特征有过描述,称所见之处, 其“善

音乐,弹胡琴,吹六管”, 并能达到“长歌闭目,顿首摇足

为混沌舞”的状态;
Á
“醉则男女聚而踏歌”; 农闲时, “至

一二百人为曹, 手相握而歌”;
bk
给人的感觉是“男弦女

歌, 最清美”。
bl
民国时期的《三江县志》则还对侗歌的多

声部演唱方式作过具体深入的记叙, 曰“侗人唱法尤有

效⋯⋯按组互和, 而以喉音佳者唱反音, 众声低则独高

之, 以抑扬其音,殊为动听。”
[ 3]

关于侗族的族源及早期迁徙历程, 至今尚无定论。

但有学者依据侗族自明清至今数百年的居住区域状况,

视其为封闭、半封闭类型,并考证侗族自称之一“宁更”

( nyenc g aeml)的含义就是“隐匿之人”或“藏匿之人”。

他们生活在过去封建王朝鞭长莫及和交通不畅的溪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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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错山地, 处于“有款无官”、“不相兼统”并极少与外界

往来的原始村社自治状态。
[ 4]
在这样的状态中,侗族民

歌也便同其作为整体的传统文化一样,基本保持着“自

生自成”和“自唱自娱”的族群特征。不过与安顺地戏之

被“发现”和穿青庆坛之被“开发”不同, 侗族民歌走出乡

村、进入主流是在中国社会全面兴起和推进旅游产业以

前。1953年的全国民间音乐舞蹈汇演把侗族民歌请进

北京, 并且为其颁发一等奖,从此开始了其与外界交往

并不断为他人所知和从不同角度被宣传强调的变化历

程。到了 1986年 10 月的时候,一支由侗族少女组成的

“中国侗歌合唱团”应邀赴巴黎演唱, 又使这样的交往拓

展至国际范围。随之激起的反馈是将侗歌誉为“在纯朴

中表现出高度的幽雅”、“清泉闪光的音乐”以及“在世界

上也罕见”一类的他者称赞。
[ 5]

或许正是在这种外部荣誉的激发下,在侗族这边,

主动进行自我弘扬的宣传介绍也越来越多出现在各种

出版物之中。其中最为突出代表之一的是 1995 年 8 月

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侗族通览》(汉文)。该书由数十

名侗族学者集体撰写, 以洋洋 70万言描绘侗族历史、文

化和风情, 通篇充满民族自尊、自信与自豪, 几乎用尽了

汉语中所有的赞美之辞,其中“富饶”、“美丽”、“善良”、

“和睦”、“优雅”、“古朴”、“真切”以及“独特”、“别致”等

形容一再出现。在谈到侗歌时,作者们强调的是“侗乡处

处是歌堂”、“侗家人人爱唱歌”以及侗族音乐古老悠久

的历史及其在走出国门后的“饮誉世界”。
[ 6]

分析起来, 侗族内部将自身文化对外宣传的动机大

致包含三个层面。最初是为了纠正旧史偏见, 提高本族

地位, 恢复平等自尊。如《侗族文学史》在举出过去外界

对侗族曾经使用诸如“獠”之类的“贬称”事例之后写道,

“在漫长的岁月中,侗族同其他兄弟民族和睦相处 ,相互

学习, 共同创造了灿烂的祖国文化”;
[ 7]
接下来便是希望

走出过去长期的自我封闭, 宣传本民族的独特文化, 增

强与外界的交流, 并争取参与到与其他民族共同发展的

时代行列之中。如 1991 年 3月汇编出版的《侗学研究》,

就阐明了开展侗学研究对促进侗民族自身的繁荣进步

和对整个中国民族研究事业的发展乃至各民族共同繁

荣昌盛所具有的双重价值和意义。
[ 8]
到了 1980 年代,整

个中国社会自上而下地把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方面并

开始大力发展国内外旅游。这时, 侗族自身的对外宣传

则引申为力求通过对本民族形象的再塑造,带动侗乡经

济社会的新发展, 即所谓一度流行的“文化搭台,经济唱

戏”, 于是也便有了大力突出侗乡民族风情与文化特色

的各类介绍面世流传。或许是经过了同其他民族加以对

照比较后的结果, 这些介绍不谋而合地突出了侗族文化

风情的两个特点, 一是民居建筑上的鼓楼、风雨桥,再就

是音乐文化方面的侗族民歌。

自 1980 年代初期起, 四川民族出版社接连推出了

一套介绍各民族文化特色的系列“风情录”。其中, 《侗乡

风情录》属于最早面世的品种之一。全书以大量篇幅和

散文笔调描绘了鼓楼、风雨桥和侗族民歌, 还介绍说侗

家有多种节日和各样礼俗, 而这些节日和礼俗“往往和

‘歌’‘舞’‘乐’紧密联系”, 由此又很自然地带出到过侗

乡的外来客人赞叹“侗族真是个富于艺术才能的民族,

懂得用艺术来美化、丰富生活”这样的旁证 ,似乎在于对

读者产生心理诱导。同书两篇“外族”学者所写的序言则

称赞作者们写得有声有色, 情深意长,使人看过之后,不

仅“有身历其境的逼真感”甚至于“令人向往”!
[ 9]

1998

年夏天,在中国发行量很大的专业性旅游杂志《旅游天

地》约我撰写有关侗乡的文章,因杂事耽误 ,我推荐了一

位侗族作家。不久以后, 其文刊出,写得很美, 题目就叫

《侗乡如歌》。读后感到虽然作者主旨在于倡导从人类多

元文化中把侗族文化当作一个整体来加以看待,但在旅

游宣传的引导性“语境”里, 其落笔也不得不受制于激发

读者“到此一游”这样的渲染之中。文章写道:

在一些介绍少数民族的文字中,我们时常可以看到

诸如“勤劳、勇敢、智慧、质朴、善良、多情”或“热情好客、

能歌善舞”之类的形容。如果不是身历其境亲自目睹和

接触, 或许这样的文字也还是使我们感到抽象, 但一当

真正走近和进入, 那感觉自然就大不一样了⋯⋯接下来

的文字便是鼓动读者: 倘若有朝一日来到侗乡, “你肯定

会觉得这样的形容其实一点也没有夸张”。
[ 10]

然而此时如果用本节开头所举的三江“银水寨”旅

游景点作为对照的话, 上述这些“形容”便会显得不是

“夸张”而是“失实”了。究其原因, 其与宣传文字的关联

不大, 而是主要由于旅游景点的经营方式。如果说宣传

介绍性文章只是与所写事象本身产生出“文本”与“本

文”的某种想象性距离的话,
bm
开发式的旅游景点则导

致了在表演与观赏的人为过程中 ,形成以虚假民俗为基

础的“旅游——被旅游”互动关系。其一方面借民族资源

及其宣传促销之利制造景点, 另一方面为了便于批量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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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而进一步对本土原生的文化传统进行改造。在这种改

造中, 本来与喜怒哀乐、因声传情紧密相连的侗族民歌

变成了游离在自身习俗之外、移花接木式的“文化盆

景”;而被挑选出来训练为专事表演的侗族歌手则成了

文化盆景中的“旅游民族”和外来观光客们的消费对象。

这种改变在由本乡到异地、从乡村到城市的远距离表演

生涯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例如贵阳著名景点红枫湖“侗

寨”里的侗歌演唱队, 请的就是黔东南黎、从、榕一带的

侗乡姑娘; 其他诸如深圳“中华民俗村”乃至南方不少城

市的商业性“侗家酒楼”里的侗歌表演, 就被开发利用和

变异得更为厉害。结果是形成了从最初的“民族宣传”引

出“民族旅游”的兴起, 然后使旅游地民众派生出“旅游

民族”这样的新型身份,继而在市场看涨的刺激下又回

到新一轮“民族宣传”这样一种开发模式与社会循环。而

在这样的模式与循环中, 旅游者见到并与之接触的并不

是原本的族群自身, 而只是其悬浮在旅游产业之上的文

化幻影和人造身份。

从当今中国全面开发旅游的宏观环境来看,侗歌演

唱及其所派生的身份变异并非个别现象 ,其可以在傣族

歌舞(以纵情“泼水”为标志)、苗族吹芦笙以及蒙古族摔

交、藏族面具戏等其他景点事象中频频见到。对于这种

改变, 已经有人表示出忧虑和不满。新近以长篇小说《尘

埃落定》一举成名的四川藏族作家阿来就不愿意接受目

前在更广层面上形成的把中国少数民族单向度宣传、塑

造为“田园牧歌”或“奇风异俗”类型的习惯做法, 而主张

恢复他们文化传统中的“同样严酷”和在严酷中的“生命

力张扬”, 因为“即便是少数民族, 过的也不是另类人

生”。
[ 11]

其实在阿来的故乡四川阿坝, 同样的事例已有出

现, 只不过体现的是另一种“走进村寨”和“融入家庭”样

式而已。

三、村寨旅游:客人进门后的日常变异

阿坝在川西北部靠近青海和甘肃的地方, 全称叫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 面积 8. 3 万多平方公里, 约为

今四川全省的六分之一和成都市的 7 倍, 平均海拔

3500- 4000米, 境内的主要世居民族为藏族、羌族和回

族。1990 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时, 全州的总人口有 77 万 5

千多人, 其中藏族、羌族和回族分别占48. 39%、16. 87%

和3. 1% , 加起来接近总人口的 70%。
[ 12]
经济建设方

面, 由于自然和历史的原因,如地处边远、气候恶劣、交

通困难以及工业起步晚、投入不够等,当地水平长期处

在全国平均线以下 ( 1988 年的人均总产值仅有 761

元) ;改革开放以后, 其工农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与国内

发达地区间的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越拉越大。为此,

从省到自治州一级的地方政府便在加速发展经济、尽快

改变当地面貌的举措中把开发旅游提上了议事日程,强

调说其对于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尤其是“改善投资环境、

创收外汇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 13] ( P120)

1993

年, 作为科技攻关项目列入四川全省重点研究计划、并

被视为具有对策和操作性的课题成果《四川省民族自治

地方发展研究》正式出版,一百五十多位专家学者撰写

出了长达 70 余万字的课题报告。其中专章论述四川民

族地区的旅游开发, 评估认为包括阿坝在内的全省民族

地区人文旅游资源, 尤其是藏、羌、彝等少数民族独具特

色的宗教、民俗文化,优势突出, “前景非常广阔, 开发潜

力不可估量”,因此“必须全面开发”, 并且力争使这些地

方在将来成为“国内旅游重点”和“全国重要的旅游发达

地区”。
[ 13] ( P324- 348)

1996 年 11 月, 四川省人民政府招商

引资办公室印制的对外宣传物《四川概况》( Sichuan

Briefing )在将四川自豪地称为“资源大省”的同时, 把

“旅游资源”与“鼓励投资项目”并为一体, 突出列举了阿

坝自治州内“九寨沟”沿线的旅游区。
bn

不过早先出版的《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发展研究》

在分析当地“州情”时, 重点突出的是其作为四川重要的

林、牧、水能及矿产基地、全省第二大藏区和全国唯一的

羌区以及发展到当时仍有 24. 5%人口处于温饱线以

下, 因此还是一个“典型的‘老、少、边、穷’地区”和“落后

的农牧业区”这样的方面,同时强调了由于地理上的区

位特点——与青海、甘肃、甘孜藏区紧密相连, “阿坝州

的稳定和发展将有利于全国和全省的稳定,将进一步加

强国内、省内各民族的大团结”。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

其虽然也提到了阿坝旅游业的开发,然却在排序上放在

倒数第一, 远在农业、畜牧业、森林工业及医药、建材工

业等的后面。
[ 14]
这就是说,从 80 年代末到 90 年代中后

期, “旅游开发”在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结构中的排序调

整, 表明有关部门及各方面的参与人士对旅游认识的转

变和增强。

这种转变体现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便是旅游业开

始以形形色色方式和类型日益繁多地涌现于当地已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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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正被“探明”可供开发利用的自然与人文资源地带。其

中除了位于藏区村寨、目前已具盛名的国家级风景名胜

区“九寨沟”、“黄龙”外,展现阿坝地区独特民族风貌的

还有汶川绵篪的“西羌第一村”和理县桃坪的“旅游专业

户”。

“西羌第一村”位于阿坝距成都最近的汶川县南面

213 国道边上。从成都出发大约两个多小时就到了。当

地的原名叫“羌锋村”, 行政隶属于汶川县绵篪乡, 后来

为了适应旅游开发的需要, 才改了颇为响亮的新名。如

今取了新名的“西羌第一村”的确发生了明显变化。首先

是有关部门经过探察把这里选定为由成都进入阿坝的

第一景点及羌区民族风情的代表性村寨 ;接着开始一边

组织开发一边对外大力宣传, 同时注意到对该村的旅游

地形象塑造: 如改名、树牌——即在 213 国道通向村子

的入口处树立起一座巨大醒目的旅游地标志“西羌第一

村”,并且通过文字出版物以优美动人的笔触尽情渲染

该村的民族特色:

从颤巍巍的吊桥过河, 来到依山而建的羌寨, 一股

股淳朴、酣然的民族气息扑面而来。你会发现这里独特

的传统建筑艺术和建筑风格……那脚穿“云云鞋、衣着

古朴的羌家俊美小伙, 那衣着艳美的羌家姑娘穿行在石

垒的羌房之间不时送给你一份甜甜的微笑。那构思奇

妙、色彩亮丽的羌绣, 绣出了象征幸福、丰收、喜庆的花

卉瓜果、飞禽走兽。其结构是那样对称, 色彩是那么考

究, 做工是那般精细 , 不由得你不击节惊叹羌族人民

(的)聪明才智即使是在细微之处都发挥得那样淋漓尽

致……加上寨中的小桥流水和悠长的鸡鸣犬吠之声,使

你悠悠然有远离尘嚣、恍若隔世之感。
[ 15]

此后, 由于开发初见成效,汶川县被省、州旅游部门

列入全省首批“旅游兴县工程”的 40 个县份之一, 继而

又因“西羌第一村”之特色而被国家文化部命名为中国

民族民间艺术之乡, 以至于“包括美国、日本等许多国家

和地区的专家学者、旅游团体纷至沓来”。
[ 15]

1998年 4 月,我到羌锋考察。时逢春耕农忙, 男壮

力们大概都干活去了。村里静悄悄的, 坡度很大的小道

上偶尔有一两位妇女背筐经过。透过两旁半掩的门缝,

可以依稀见到屋里简单朴素的摆设和一些老年人在缓

缓走动:一切都与其它地方的乡村相近, 只是多了村里

高高耸立的石碉。在到村里几户人家做过简短访问了解

之后,我和同伴就离开了“西羌第一村”, 心里并未因没

有见到宣传文字上面描写的“动人情景”而产生失望,反

倒觉得这里尚未在旅游开发的冲击下失去原有的山乡

宁静可说是不同寻常。可是后来在汶川县城,一位出生

于羌锋、堪称“羌族文化通”的县文化局羌族干部却十分

不满地对我们说 ,主要是由于当地村民认识不足、能力

太低的缘故, 羌锋远没有达到旅游开发的目标。为此他

表示次年退休以后就要回去领办旅游, 力争把羌锋的

“旅游产业”尽快搞上去, 使羌锋真正成为名副其实的

“旅游村”。

实际上, 这位羌族干部的理想目标已经在阿坝的另

一处旅游景点——九寨沟“则查洼”和“树正”等好几个

藏族村寨里变成了现实。

南坪县的九寨沟属于藏族村寨中的半农半牧类型。

1998 年 4 月 25 日,我们进入九寨沟, 先后走访了沟内

的“则查洼”和“树正”两个藏寨。

九寨沟是汉语的叫法。岷江上游的“沟”主要指分岔

在山脉两旁的窄小谷地。整个这一带的沟很多。仅黑水

县就有“四十八沟”之称。由于山体峻峭, 地形复杂,耕地

也大多分布在大大小小的沟内。因此有沟就(才)有地,

有地就(才)有人, 有人就(才)有寨; 从而以“沟”为名的

地方也就不止一两处。除了前面提到的梭摩五沟及来苏

九沟等外, 还有德青朗寺(相传为宁玛派僧人白若杂纳

创建)的所在地“阴山八沟”及本世纪初以反朝廷命官凤

全而闻名的甘孜巴塘“七沟村”。与作为地名的九寨沟命

名方式相似, “阴山八沟”指的是今云灵寺、仁岩等八个

自然村寨。只不过九寨沟的范围要广一些 ,包括了九寨

三沟。“九寨”即则查洼和树正等藏族村寨, “三沟”则指

则查洼沟、树正群海沟和日则沟。

在则查洼村, 村长尼美告诉我们,九寨沟有自己的

藏语叫法,叫作“日扎德古”(九个村)或“日扎域洼”(九

寨沟)。尼美村长大约四十来岁,会讲汉话, 但说起自己

名字的汉字译法, 却是临时拼的——九寨沟的藏语汉译

“日扎德古”和“日扎域洼”也是如此。他开始准备在内地

现代风格的村办公室接待我们,经要求, 才领我们到了

他的家中。他家的房子是连在一起的两部分,一半为传

统木屋, 一半是现代楼房。后者比我们刚见到的村办公

室还大, 共有十几个房间,二十多个床位。他解释说,这

些新修的房间是用来作旅游接待的。自从九寨沟开发为

阿坝乃至国家级和世界级旅游风景区以来,仅他们则查

洼村就有半数以上的藏族人家修建了这样的“私人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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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生活状况也大为改善: 从原来的以农为主、半农半

牧改变为主要靠旅游服务为生; 与此同时还通过由景区

管理部门统一收取门票的方式, 向国家上缴了税收。

在树正村, 情形又更不一样。整个村寨热闹若市,村

口停满了车辆, 四周全是出售旅游纪念品的小卖铺。进

了寨子, 本地导游便会引你参观由寨内十来户人家改建

而成的“藏族民俗村”: 身着红色迦裟的喇嘛站立在门前

鸣号致敬,节日打扮的姑娘小伙以歌欢迎, 不久还会聚

在特地搭成的露天剧场为游客举行专门的歌舞表演。

相比之下 ,理县桃坪的龙小琼一家情况又有所不

同。桃坪是另一个远近闻名的羌族村子。小琼是该村土

生土长的年轻姑娘。中专毕业后, 在政府开发旅游的政

策措施扶持下, 她被培养为一名旅游干部, 并“带领”全

家做起了村里的“旅游专业户”。平时, 小琼也到县里上

班——去旅游局做些辅助性工作, 同时获知有关游客来

往的消息和指示; 家里的人则照常务农, 过着与世不争

的平静生活。而一旦游客将要来访, 她们一家就会迅速

动员, 全力以赴,在经过一番程式化的熟练收拾打扮后,

很快进入以传统古朴的“民族风貌”迎接客人的“专业”

状态: 不仅穿上了色彩鲜艳的民族服装, 准备好富有风

味的野菜、“咂酒”,而且还会在丰盛的晚餐之后, 邀请游

客一同围着屋里的火塘跳起羌族传统的“锅庄”, 以欢快

热烈的民族歌舞让外来的观赏者们沉浸到心满意足的

“人文消费”之中。当然, 与之相应的回报是龙小琼一家

收到的通常不会讨价还价而是任随来客给多少是多少

的一点现金酬劳。

作为阿坝交通要道上的羌族村寨, 桃坪很早就受到

过外界注意。改革开放以后,日本、台湾等地的民族文化

学者纷纷前往探访考察。龙小琼一家的彩色照片还登上

了日文出版的考察报告。
bo
另外的一支四川大学和早稻

田大学组成的联合考察队一行若干人则在龙小琼家前

后住了一个多月。这种旅游观光考察的互动, 使龙小琼

一家的身份与生活均发生了变化。1998 年 4月的那次

考察, 我们也去到了桃坪并且在小琼家住了一夜。访谈

中, 龙小琼和家人对我们谈到过她们三代“多民族融合”

的不寻常家世。全家三代, 四个姓氏,三种民族。父亲姓

贾, 是上门女婿, 1997 年桃坪村选举时, 公布的民族成

分为藏族, 但他本人却自称是来自山西的汉族。小琼的

姐弟随母亲姓杨。妹妹跟父亲姓贾。龙小琼却随祖父姓

龙——因为与父亲一样,祖父当年也是上门的汉族女

婿, 并依本地习惯已改妻姓为杨, 家里想通过此举让老

人有所安慰。按理说来, 龙小琼具有多族别身份,既可为

“汉”亦可称“羌”,还可是藏, 但是在桃坪开发民族旅游

的进程中, 其“羌”的成分受到有意强化, 而“汉”之遗韵

以至“藏”之痕迹则愈发淡忘了。
bp
后来, 到了 1998 年底

时, 这一强化又在具有示范作用的政府行为中获得了进

一步完成: 在这一年的全国共青团代表大会上, 龙小琼

被阿坝州有关部门选派为羌族唯一的青年代表,身穿民

族服装飞往北京, 出席数千人参加的盛会并受到国家领

导人接见, 成为了多民族文化的时代象征。其与众不同

的“羌人”打扮也随之构成了学者论述中具有特殊意义

的现代族群标志。
bq

四、分析与结论

自 1980 年代以来在中国大陆因开发“民族旅游”而

派生出来的“旅游民族”现象可以说是一种多向、多因的

互动过程。其中既有政府为发展经济、加速增长、解决中

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与东部发达地区差距增大的政治、经

济和社会考虑, 也有被“开发”的少数民族借此突出并推

进自身地位及价值的历史、文化意图,与此同时,还存在

着外来游客对旅游地文化传统的影响和冲击。三者之

间, 政府的意志起了决定性作用, 堪称自上而下的国家

主导型。

从经济学角度看, “民族旅游”拓宽了中国旅游行业

的“产品”范畴和客源种类, 有利于境内外市场的未来竞

争; 从人类学角度来说,“旅游民族”的出现则强化了中

国社会所谓“多元一体”结构中的族群身份及其各自不

同的文化分野。另一方面, 旅游开发所关注的是“旅游

地”(旅游资源)的形象包装及其对外来游客的消费吸

引, 而引出的结果却是“旅游民族”的身份重塑及其自我

意识(族群意识)的重新唤醒、乃至消费与被消费者彼此

间互为依存的差异需求。

这样,在旅游开发的推动下, “民族”成了一种可供

利用的市场资源和族群交往的外在符号。其被看中和强

调的部分主要是“民族身份”。为了使这种身份得到突

出, 开发与交往者们将其简化为更易于把握和利用的要

素, 即“民族特征”,并抽掉了与“特征”无关的其他内容。

由于这种简化与省略都带有双方明显的主观色彩,从而

往往使所利用的对象变成了游客眼中“奇风异俗”式的

被动观赏物——其既具有人为的再造性,同时还产生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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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如此且永远不变的凝固印象。在这样的印象中: “穿

青人”就意味着庆坛仪式,侗民族意味着遍地“大歌”,羌

族必须喝完“咂酒”跳“锅庄”, 至于藏族则象征着永远的

雪原和“经幡”。

结合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背景, 因发展经济、拓展

资源而形成的“旅游民族”现象, 应该说具有使少数民族

及其文化传统重受关注的积极一面。中国社会的多民族

性也由此得到了进一步认同和强调。比较几十年前一度

将“穿青庆坛”等民俗活动一概视为落后迷信而硬性废

除以及再早一些把羌民母语称为“蛮话”、“乡谈”乃至

“见到羌族唱山歌就骂‘蛮子狂了’”那样的现象
br

, 如今

为开展旅游而对少数民族文化“特色”进行的各种宣传

尽管目的在于市场促销并且有所取舍、有所夸张, 却的

确已表现了明显的时代变异; 而诸如侗族知识分子旨在

获取文化传统的自我阐释权而倡导的“民族意识新觉

醒”,则传达出少数民族对其未来命运的自主性。
[ 16]

中国范围内的族群关系, 在经历了封建帝国时期的

漫长纷争(“华夷”之辨及“入主”中原)和辛亥革命对“五

族共和”的倡导,再到 1949 年后以“五十六个民族, 五十

六朵花”为标志的“多元一体”, 如今已到了一个重要的

再次确认和内涵重组阶段。各族群自身的文化身份,需

要在相互区别与彼此交往的互动过程中 ,既维持现有的

边界同时又对其中不尽如人意的局限加以克服。在这样

的背景中, “民族旅游”的兴起及其所派生的“旅游民族”

之出现, 当视为中国民族问题一种内涵丰富的新呈现方

式, 从某种意义上说,亦即 20 世纪民族主义潮流冲击下

全球社会转型过程中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世界性现象。

在这点上, 大洋洲地区的“毛利人”、太平洋岛屿上的夏

威夷人和北美印第安保留地内美洲“土著”乃至欧洲波

兰与匈牙利等地的“农业观光村”村民等等, 在一定程度

上均已具有了“旅游民族”的色彩,
bs
值得在全球视野的

总体观照中加以比较研究。

总体说来, “民族旅游”开发中形成的“旅游民族”现

象, 是一种对文化之“异”的双向表达。在不少人认为“一

体化时代”已经到来的氛围里,其所突出的是“不同”。只

不过在国家一面,政府及其鼓励支持的开发者通过对

“旅游民族”的建构, 表达出将各异民族的文化“身份”与

“特征”作为资源加以利用的意愿; 对正被建构为“旅游

民族”的一方而言,其则可以说试图借助于这样的开发,

重新强调自己与众不同的存在。然而由于这种开发在目

的上的短期功利色彩以及双方主体性方面的不对等,后

者每每处于商业化的“被表达”状态, 他们的想法和声音

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干扰和扭曲。如何解决此类可归

为具有普遍意义的“发展与保护”问题, 看来还需要进一

步研究。

注释:

¹ 本文获“中流基金”资助,特表感谢。

º 参见中国国家旅游局局长何光韦的讲话:《再接再厉,奋

进开拓,积极培育和发展旅游业这个新的经济增长点》,《中国

旅游报》, 1999年 1月 7日;《在‘99世博会旅游促销暨全国旅

游市场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国旅游报》, 1998年 7月 20日。

» 云南省政府对发展本省旅游十分重视,一方面以“创优”

(创办优秀旅游城市)为契机强化城市的旅游功能。另一方面开

展“宣传攻势”,大力进行旅游促销——自 1997年起批准实施

《云南省旅游宣传促销费征收管理暂行规定》,从而“建立了长

期稳定的旅游促销经费来源,并组织旅游促销,开拓旅游市

场”。参见刁海峰等: < 从云南看中西部地区的旅游发展战略

> ,《中国旅游报》, 1999年 4月 20日。

¼《贵州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 2010年远

景目标纲要》,参见《贵州旅游文史系列丛书》编辑出版说明: <

大有可为的旅游文史> , 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7 年, 页 1 - 5;

215- 221。

½ 参见《贵州旅游文史系列丛书》总序: < 为发展贵州旅游

效劳> 及编辑出版说明: < 大有可为的旅游文史> ,贵州人民

出版社, 1997年,页 1- 5; 215- 221。

¾关于这一变化的具体情况,笔者在《穿青庆坛——以那

民间习俗考察》的考察报告中有所描述,该文即将刊出。

¿ Rich ard Von Glahn : " T he Enchan tm ent of W ealth:

T he God Wu tong in the Social His tory of Jian gnan ", Harvard

Journ al of As iat ic S tu dies 51. 2( 1991) , pp. 651- 714; 蒋竹山:

《从打击异端到塑造正统:清代国家与江南祠神信仰》; 另见宗

力、刘群,《中国民间诸神》,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 1987,页

632 - 633及(清)汤斌, 《汤子遗书》, 卷一,页 25b - 26a;《明清

善本小说丛刊》第四辑·灵怪小说《华光王南游志传》(原名《五

显灵官华光天王传》) ,台北天一出版社印行, 1985年 5月。

À参见张兆和:〈黔东南亻革家身份的展示与商讨〉, ( S iu-

w oo Ch eung , Representat ion an d Negotiat ion of Ge Iden tit ies,

M elis sa J. Brow n, ed. , Negot iat ing Eth nicit ies in China and

T aiw an, University of Calif ornia, 1996, 240- 273) 张的文章

在描述黔东南开发民族旅游对当地“亻革家”身份带来的影响时,

介绍了亻革家人通过参与旅游景点的表演而为确认自己的文化

身份作出的种种努力。这一点在与《溶洞王国》同属一类的《苗

岭新都》里也有所体现。该书“亻革家婚姻习俗”一节的末尾专门

补充说:“亻革家已经国家民委认定为苗族,但其婚俗有独特之

处,故在此仍以‘亻革家的婚姻习俗’为题进行描述”。参见《苗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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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都》,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7年,页 210。

Á (明)邝露:《赤雅》。

bk(宋)陆游:《老学庵笔记》。

bl(清)李宗肪:《黔记》。

bm关于这种距离,参见徐新建《侗族大歌: “文本”与“本文”

之间的相关与背离》,《中外文化与文论》,四川大学出版社,

1997年总第 4期,页 158- 169。

bn四川省人民政府招商引资办公室:《四川概况》( Sichuan

Brief ing) , 1996年 11月。

bo《旅游学》( In triguing ASIA) , 1999年第 5期(《四川民族

走廊》特集) , (日)勉诚出版, 1999年 6月,页 6。

bp根据 1995年的调查统计,桃坪村总人口为 842人,其中

羌族 708人,占 84% ; 汉族 98人,占 11% ;藏族 35 人,占 4% ,

称得上以羌族为主体的多民族村寨。如今在把桃坪强调为“羌

族村寨”的时候实际上便忽略了该村其他民族的存在。在这一

点上,龙小琼一家可视为一个突出的个案。资料来源:《桃坪乡

志》1986(未刊印稿) ,及王毅杰: < 议话坪制度> , 1999 年(打

印稿)。关于龙小琼父亲民族成分的资料,来自其本人的介绍和

四川大学社会学系王毅杰先生的调查。

bq参见王明珂: 《羌族妇女服饰: 一个‘民族化’过程的例

子》, (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集刊》, 1998年 12 月,页

841- 884。王在文章中分析了“外界”如何将岷江上游特定人群

典范化为“羌民”或“羌人”最后成为“羌族”的努力,也就是“民

族化”或“少数民族化”的过程,认为今天的“羌族”实际上是在

20世纪民族主义背景中,被人为“建构”出来的。另见王明珂:

《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 ( 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

有限公司, 1997年 4月版。

br关于旧时阿坝地区外人对待羌族及其文化传统的态度,

参见西南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羌族调查材料》, 1954年 4月

( 1984年 10月重印本) ,页 41- 47。据该调查介绍,阿坝地区刚

开办新式学堂时,一位自称“汉人”的羌族青年就曾因他母亲到

其就读的威州中学来看望时说“乡谈”(羌语)而感到无地自容。

参见同书,页 109。

bs欧洲波兰、匈牙利等国开展乡村旅游以及建立“农业观

光村”的情况可参见王兵: < 从中外乡村旅游的现状对比看我

国乡村旅游的未来> ,《旅游学刊》(北京) , 1999年第 2期,页

38- 42。

参考文献:

[ 1]韩大友等主编.溶洞王国[ M ] .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7.

[ 2]贵州省文化厅等.贵州文化旅游指南[ Z] .贵州人民出

版社, 1988. P313- 318.

[ 3] (民国) 三江县志 [ Z] . 转引自冼光位主编. 侗族通览

[ M ] .广西人民出版社, 1995. P298.

[ 4] 参见邓敏文, 吴浩. 没有国王的王国——侗款研究

[ M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5. P4- 12.

[ 5]侗歌在巴黎[ M ] .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3. P1.

[ 6]冼光位主编.侗族通览[ M ] . 广西人民出版社, 1995.

P297- 319.

[ 7]侗族文学史编写组.侗族文学史[ M ] .贵州民族出版

社, 1989. P2.

[ 8]侗学研究会.侗学研究[ C] .贵州民族出版社, 1991. P1

- 2.

[ 9 ]参见杨通山等编.侗乡风情录[ M ] . 四川民族出版社,

1983. P319- 326、1- 14.

[ 10]潘年英.侗乡如歌[ J ] . 旅游天地, 上海文化出版社,

1998, ( 5) . P32- 34.

[ 11] 阿来, 孙小宁.历史深处的人生表达[ N] . 中国文化

报, 1998- 03- 31.

[ 12 ]达尔基等.阿坝通览[ M ] .四川辞书出版社, 1993. P1

- 9.

[ 13]领导小组办公室编. 四川省民族自治地方发展研究

[ C] .四川民族出版社, 1993. P120.

[ 14]黄代华等主编.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发展研究[ C] .四

川民族出版社, 1991. P1- 16、P34- 44.

[ 15] 中共汶川县委,汶川县人民政府编.今日汶川(“西羌

第一村”) [ Z] . 1997. P165- 168.

[ 16]参见贵州省侗学研究会编.侗学研究 . 民族意识新觉

醒[ M ] .贵州民族出版社, 1998. P1- 7.

(责任编辑　徐其超)

9　第 7 期　　　　　　　　　　　徐新建　开发中国:“民族旅游”与“旅游民族”的形成与影响



总 21 卷　第 7 期　　　　　　　　　　　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Vo l. 21 N o. 7

2000 年 7 月　 　Jo ur nal o f Southw est U niv ersity for N atio nalities. P 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Jul. 2000

ABSTRACTS OF MAJOR PAPERS

Opening China: The Init iation and Inf luence of Ethnic Groups and Tourism ⋯⋯⋯⋯⋯⋯⋯⋯⋯
XU X ing-j ian( 1 )⋯⋯⋯⋯⋯⋯⋯⋯⋯⋯⋯⋯⋯⋯⋯⋯⋯⋯⋯⋯⋯⋯⋯⋯⋯⋯⋯⋯⋯⋯⋯⋯

Abstract: T he art icle show s the init iat ion and influence of Chinese To urist Ethnic Groups through

the analysis o f people in Black, Silver Water stockade villages and T ibetan and Qiang villag es.

Ethnic Gro ups T ourism w idens the product categ ory of Chinese T our ism and itø s benefit to the

future com petence in both do mest ic and ov erseas m ar kets. T he appearance o f Tourist Ethnic

Groups st rengthens the ethnical ident ity and its respect ive culture in Chinese social str ucture.

How ever, due to the sho rt-term ut ilitarianism and some other factors in the course of to urism

development , T our ist Ethnic Groups are no w in a state of com mercializat ion. Ho w to so lve such

development and protect ion pr oblem s needs a fur ther study.

West China Development and the Balance of Responsibil ities of Local Regions ⋯⋯⋯⋯⋯⋯⋯⋯

WEN X iao-l i( 10)⋯⋯⋯⋯⋯⋯⋯⋯⋯⋯⋯⋯⋯⋯⋯⋯⋯⋯⋯⋯⋯⋯⋯⋯⋯⋯⋯⋯⋯⋯⋯⋯
Abstract: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legal natur e, char acter ist ics and r esponsibilities in the

Pro hibitio n of Defo restation, the thesis concentrates o n the w est China development as an

ecolo gically oriental economy , ex ploring a pioneeribil ity of making use o f the mo ral and

inst rum ental v alues of them in lieu of market econom y, to take a reasonable and nat ional share o f

responsibilit ies in pro ducing and providing of ecolog ical products, making hence a new access to

the design o f w est China dev elo pm ent .

A Ref lection on the Af termath of the“Prohibiton of Def orestation”in Ganzi Autonomous Region ⋯

ZH OU X ing -w ei( 16)⋯⋯⋯⋯⋯⋯⋯⋯⋯⋯⋯⋯⋯⋯⋯⋯⋯⋯⋯⋯⋯⋯⋯⋯⋯⋯⋯⋯⋯⋯

Abstract: T he start ing of Natural Forest Pr otectio n Protect has an unprecedentedly gr eat inf luence

upon the economy and society in Sichuan ethnic g roups areas. Ganzi T ibetan Auto nom ous

pr efectur e is a repr esentative of it . In the w hole prefectur e, it s economy gross product io n decreases

sharply, the indust rial st ructure changes a lot , the inco me o f both cit izens and f inance dro ps by a

big marg in, the peasants and herdsmen are poo r again and so on. To solv e these pr oblem s is an

pr erequsite of granting Natural Fo rest Protect ion Pr oject not to become Beancur d Dregs, and itø s

also a basic requirem ent o f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 f the 21th century .

Posit ioning of the Bashu Culture f rom the Theory of Cul tural Tribes QI H e-hui( 27)⋯⋯⋯⋯⋯

Abstract: Culture as a fo rm of existence has much in comm on as that of bio logical t ribal existence.

Chinese culture is a self-pr ovided sy stem of cultural t ribes, a“mater nal culture”w ith various

of fspring t ribes w hich in due course const itute the core of the culture. Bashu Culture is no t a

culture that is inaccessible to other cultures. On the countrary , it is one o f the most active

of fspring t ribes in Chinese maternal culture, co -ex ist ing and developing w ith o ther t ribes.

Patriotism: The Thematic Discourse in Chinaøs Ethnic Literature 1937-1945 ⋯⋯⋯⋯⋯⋯⋯⋯⋯
SH U Guang -w en( 49)⋯⋯⋯⋯⋯⋯⋯⋯⋯⋯⋯⋯⋯⋯⋯⋯⋯⋯⋯⋯⋯⋯⋯⋯⋯⋯⋯⋯⋯⋯

Abstract: T he years fr om 1937 to 1945 see a period of the first literatur e climax in Chinese modern

ethnic literature histor y. M any ethnic w riters, such as LAO She, SHEN Cong-w en, DUAN M U

Hong-Liang , SHU Q un, XIAO Qian, HUA Shan and etc, never sto pped w rit ing and they Wro te


